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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20 世纪 80 年代，史学理论研究凸显，历史认识论成为其中的焦点，而刘泽华则是这一

时期国内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在反思“文革”的过程中，不断思考历史认识问题，将历

史认识划分为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价值性认识、贯通性认识、是非性认识五种形式，初步建构了

历史认识论的基本体系。刘泽华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他注重历史认识的主体意识，

强调历史认识要关注现实社会，具有鲜明的历史批判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关键词】 历史认识论 刘泽华 主体意识 现实关怀

刘泽华先生( 1935—2018 年) 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政治思想史领域用力颇深，著作等身。他提

出了“王权主义”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一个拥有独特话语体系和方法的学派，在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
实际上，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刘泽华还很重视历史认识问题。在历史认识论领域，他提出了一系

列发人深省的观点和论断。这些观点和论断对他的研究影响很大。他甚至强调，“假设我没有在历

史认识论和政治思想研究方法论上下功夫，我不会取得现在的成果”。①

目前，学界对于刘泽华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其“王权主义”理论研究较多，而对于其历史认

识论还没有相应的研究。本文即尝试对其历史认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有关研究的缘起

20 世纪 80 年代，史学界深切感受到，不能以唯物史观代替史学理论，也不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

认识论代替历史认识论，于是开始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将史学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来看待。② 这一时期，大量外国史学理论著作的译介与传播、多种形式的史学概论类著作与教材的出

版、史学理论会议的定期举办，以及史学理论专业刊物的发行，推动了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促使 20
世纪 80 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热潮的出现，也促进了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深入。

其中，不少西方史学理论的译著对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由爱德华·
卡尔所著、吴柱存翻译的《历史是什么?》一书，对于国内历史认识论的传播具有启蒙意义。③ 而克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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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答客问: 漫说我的学术经历和理念》，《社会科学战线》200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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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与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则体现了西方从思辨历史哲学转向分析

历史哲学的趋势，这也进一步“唤起了中国史学家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具体表现就是 20 世纪 80 年

代后期形成的历史认识论讨论的高潮”。①

与此同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史学理论界也逐渐将历史认识论作为研究的重点，

并掀起了讨论的高潮。1986 年，在北京召开的史学理论座谈会上，与会者强调，“在当前史学理论研

究中，应特别注意和重视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并提出了若干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供学界研讨。② 1987
年，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四川召开。此次会议更是将历史认识论列为中心议题，集中研讨

了历史认识的特点、过程与层次，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历史认识的相对

性，历史认识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历史认识与历史认识论的关系等相关问题。③ 乔治忠曾指出，对于

历史认识论的探讨，是这一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亮点之一，④“做‘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在当时具有

学术开拓性”。⑤ 李振宏甚至认为，“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是 30 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最大亮

点”。⑥

刘泽华正是这一时期国内历史认识论的“最先倡导者和写专文进行论说者之一”。⑦ 牛润珍在

总结历史认识论的成果时，将刘泽华与张国刚合写的《历史认识论纲》作为第一篇介绍，⑧实际上肯

定了刘泽华是最早开始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乔治忠也指出，刘泽华与学生合写的历史认识

论的论文“揭开了研讨的序幕”。⑨

刘泽华能够较早关注历史认识论，与他的个人因素分不开。刘泽华自己曾提到，“关于历史认识

论的文章，与 1976 年清除‘四人帮’和其后的思想解放有着更直接更密切的关联”。瑏瑠 他常说，“文

革”及以前，自己大体上是“紧跟”他人:“三十五岁以前信奉‘神明’，对历史的认识都在特定的认识

框架中盘桓，那时什么都清楚，因为都不是我自己的思想，我是个迷信到盲从的信徒。”瑏瑡他又说，在

此期间，自己“没有独立的学术观念和见解”，瑏瑢偶然萌生一点点怀疑，也很快就发生改变。瑏瑣 到了“文

革”后期，特别是“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像晴天霹雳，打得我天地旋转，被弄得一塌糊涂，

什么都摸不到头绪，由是疑问不断袭来”。瑏瑤 于是，刘泽华开始“逐渐从特定框框中向外蠕动”，瑏瑥“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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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史岩《北京史学理论座谈会简述》，《社会科学研究》198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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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润珍:《关于历史学理论的学术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9 页。其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发

起举办的以“历史认识论”为主题的全国学术讨论会，也在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中把这篇论文列为首篇。
乔治忠:《略谈新中国 70 年来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10 月 21 日。
刘泽华:《洗耳斋文稿》，中华书局 2003 年版，“自序”，第 4 页。
刘泽华:《八十自述: 走在思考的路上》，第 366 页。
刘泽华:《八十自述: 走在思考的路上》，第 244 页。
参见刘泽华《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炎黄春秋》2011 年第 9 期。
刘泽华:《八十自述: 走在思考的路上》，第 366 页。
刘泽华:《八十自述: 走在思考的路上》，第 3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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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萌生了自我主体意识”。①

“文革”结束后，对“文革”的批判和对“四人帮”的惩治，给刘泽华那一代人提供了一个再认识历

史的机会，史学领域也开始反思“文革史学”。其中，刘泽华是重要的代表之一。在反思的过程中，他

与合作者相继撰写了一系列批判文章。② 这些文章均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四人帮”及其历史认识，虽

然仍是以“文革”的思维批判“文革”，但即使如此，在这些批评和反思“文革”的文章中，他还是产生

了不少独立的历史认识。例如，在《繁荣学术必须发扬文化民主———从吴晗同志的冤案谈起》一文

中，刘泽华就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和思考，也对涉及历史认识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他强调，研究历史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大力提倡谈古论今; 在论述历史( 古) 与现实( 今) 的关系时，他

指出，“现实的斗争需要研究历史，但研究历史的最根本目的应该说明现实”。③

与此同时，刘泽华开始“缓慢而艰难的从教条主义束缚中向外蠕动”。④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

思维方式、路数、文风甚至语言与“四人帮”没有太大的差别。⑤ 在痛苦的思考中，刘泽华逐渐萌生疑

问，开始从中摆脱出来，其历史认识也更加自觉。这一时期他相继发表的三篇文章———《砸碎枷锁

解放史学———评“四人帮”的所谓“史学革命”》《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论秦始皇的是非功

过》，⑥冲击了当时仍然存在的一些史学“禁区”，也打破了一些历史认识和史学研究中的“禁条”。例

如，在《砸碎枷锁 解放史学》一文中，刘泽华提出要打破禁区和禁条，特别指出要解除对孔、孟、儒的

禁忌，打破对人物评价“神化”与“鬼化”的定势，允许自由评价。⑦ 同时，他与王连升合写的《关于历

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两篇文章，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秦始皇的历史评价问

题进行了重新认识，在当时均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极大推动了对“文革”与“文革史学”的反思和批

判，也标志着其历史认识主体意识的自觉。
对历史认识论的关注，是刘泽华理论思维在新的历史契机下的发展。刘泽华“十分注重历史理

论和史学理论，认为历史研究总体上离不开理论思维”。⑧ 早在留校担任助教之初，他就曾与杨圣清

一起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总支书记李云飞讲授“历史科学概论”写讲稿。期间，他阅读了南开大学图书

馆内有关历史研究法的书，特别是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和梁启超的《中

国历史研究法》等。1982 年初，刘泽华专门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开设了“史学研究法”的课

程。后因讲授重点转移到历史认识问题，1985 年他设想将课程改为“历史认识论”，并开始探索历史

认识论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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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八十自述: 走在思考的路上》，第 245 页。
包括《史学领域的复辟纲领———批江青的“法家爱人民”说》《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策略———评“四人帮”的“清君侧”》
《关于先秦儒法斗争的特点和作用———批判“儒法斗争为纲”和“儒法斗争”你死我活论》《批判“四人帮”在评法批儒中的阶级调

和论》《“四人帮”在史学领域招摇的一面霸旗———评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繁荣学术必须发扬文化民主———从吴

晗同志的冤案谈起》等文章，皆收入《刘泽华全集·随笔与评论》(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
刘泽华:《繁荣学术必须发扬文化民主———从吴晗同志的冤案谈起》，《光明日报》1979 年 1 月 21 日。
刘泽华:《师道师说: 刘泽华卷》，东方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 页。
刘泽华:《我从“文革”桎梏中向外蠕动的三篇文章———研讨历史的思想自述之一》，《史学月刊》2012 年第 6 期。
参见刘泽华《砸碎枷锁 解放史学———评“四人帮”的所谓“史学革命”》，《历史研究》1978 年第 8 期; 刘泽华、王连升《关于历史

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 年第 2 期; 刘泽华、王连升《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历史研究》1979 年第2 期。有关此三

篇文章撰写的情况，参见刘泽华《我从“文革”桎梏中向外蠕动的三篇文章———研讨历史的思想自述之一》，《史学月刊》2012 年

第 6 期。
刘泽华:《砸碎枷锁 解放史学———评“四人帮”的所谓“史学革命”》，《历史研究》1978 年第 8 期。
乔治忠:《回忆刘泽华先生的若干往事》，《团结报》2020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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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获得初步解放后，我开始思考怎样推进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过去有关历史研究

法之类的著作，无疑是重要参考书，但有一个感觉，感到多是平面的叙述，对历史认识的过

程论述不足。我讲授的原是历史研究法或历史科学概论之类的课程，有关的内容当然还是

要讲一点，但我已将重点转向历史认识过程，课程名称也干脆改成了“历史认识论”，这大概

是一个小小的别出心裁，是前所未有的。①

实际上，当时刘泽华有一个比较宏大的学术策划，“包括发表若干篇论文，在历史系开设课程，再

出版一部系统的著作”。② 据乔治忠回忆:

按刘先生规划，首先拟定一个可以替代史学研究法课程的教学提纲，设想在刘泽华学

术主导下，加上张国刚、叶振华、乔治忠等共四人分章节讲授。为此，在刘先生的家中进行

过多次讨论，同时分头撰写相关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中提高认识，再返回教学设计中修订，

最后撰成系统的学术著作。这无疑是将学术研究、历史教学和系统论著结合一起的综合工

程，探索深且体量大。③

遗憾的是，“继续合作撰写新论文的工作因各种原因渐渐停滞，刘先生全盘的历史认识论研究规

划，最终未能完成”。④ 但在此过程中，刘泽华与合作者相继撰写了一系列历史认识论的文章，包括

与张国刚合作撰写的《历史认识论纲》和《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性认识》，与乔治忠合作撰写的《历史研

究中的抽象性认识》，与叶振华合作撰写的《历史研究中的考实性认识》。而“历史研究中的是非性

认识”“历史研究中的贯通性认识”在当时尚未成文。此后，刘泽华又相继独立撰写完成了《小议思

想史研究中的古今贯通性认识》《关于历史是非认识的几个问题》，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历史认识的不

同形式。
此后，随着对历史认识论的持续关注，并通过与合作者发表系列相关文章，刘泽华初步建构了较

为系统的关于历史认识论的基本体系，并形成了重视主体意识、关注现实社会的历史认识论研究

特色。

二、对历史认识论基本体系的探索

刘泽华认为，“历史学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认识学”; ⑤历史学和一般认识论相结合，就形成了历

史认识论; 它主要研究历史认识活动的特点、形式与规律等问题。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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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认识不同于一般认识论，它有自己的特点。刘泽华指出，历史认识都是间接认识。在历史

认识活动中，认识主体( 史家) 与认识客体( 客观历史) 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史家本人生活在今

天，但他所要认识的却是昨天和前天，这就构成了历史认识的一个重要特征。①

由于不能直接作用于历史，历史学家只能通过史料这一中介来认知历史。如此一来，史料就成

为历史认识的中介客体，而客观的历史则成为历史认识活动所反映和描述的“原本客体”。这就构成

了历史认识的另一个特点，刘泽华将此概括为“历史认识客体的二重性”。他指出，一方面，中介客体

并不能完全覆盖原本客体，“中介客体总是‘小’于它反映的原本客体的”; 另一方面，限于当事人和

传述者的阶级立场、个人感受、认识水平和条件等因素，其历史记述又不可避免地掺进一些外在成分

和主观因素，因此，“中介客体往往又‘大’于原本客体”。②

此外，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刘泽华认为，历史认识的起点是“问题”，而不是一般认识论中

所说的感觉经验。他指出，“问题”正是历史认识活动这一知与不知的矛盾运动过程的中介点，也是

这一矛盾的产物; 而正确的历史认识成果，就是这一矛盾的解决。③ 这就凸显了“问题”在历史认识

和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刘泽华还认为，历史认识活动的具体对象、认识方式和解答程

式，都由不同的历史“问题”所规定。由此，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刘泽华将历史的认识形式划分

为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价值性认识、④是非性认识、贯通性认识五种。
考实性认识是历史认识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也是自古至今史学家常常运用的认识形式。“它几

乎是与人类开始对自身的过去进行反思的现象同步产生的。”⑤刘泽华认为，考实性认识的主要对象

是一些具体的、表层的历史现象，包括人物、事件、制度、习俗，等等，其目的是考察史料对这些历史现

象的反映是否准确。⑥ 在文中，作者着重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系统总结出比较法、归纳法、类推法、演
绎法、钩沉法、溯源法六种比较常见的历史考证方法。在刘泽华看来，由于历史认识是一种间接认

识，而作为客体的史实与作为中介的史料之间是“既离且合的不完全符契关系”，⑦因此，考实性认识

不仅必要，而且还为其他诸种形式的认识提供可靠的史实依据，否则，“其他认识只能是海市蜃楼般

的幻想”。⑧

抽象性认识是历史认识的关键环节。如果说考实性认识还仅仅是一种感性认识，那么抽象性认

识则已经实现了历史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刘泽华指出:“一定时代的历史认识水平，主要是由

当时抽象性认识的水平所决定的。”⑨其他类型的历史认识，“给抽象性认识奠定了基础或起到充实

和丰富的作用，而抽象性认识则以其全局性、系统性的特点对其他类型的认识起一定的指导作用。
价值性、是非性、古今贯通性认识等等，都要首先了解认识对象的本质、相关历史时代的特点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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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了解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都离不开抽象性认识”。① 具体而言，刘泽华将抽象性认识主

要分为归类式抽象、本质的抽象、必然性抽象、统一的多样化抽象等几个层次。
对此，乔治忠曾撰文指出，这篇论文“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事例结合的逻辑缜密性”，并

在诸多方面有创新见解:

在“归类式抽象”一节，指出这种抽象在历史研究中的必要性同时，也强调其局限性，即

这种抽象仅仅依据事物的外在状态和外在结果，可能导致认识的浮浅与狭隘，甚或干扰对

于本质的认识。……“本质的抽象”一节，第一次提出“本质具有各个不同侧面的多样性”
和“具有深浅程度不同的多样性”，这对于历史评论可以起到松绑的作用，在评论历代文学

家、艺术家、史学家之时，也要求深化对于研究对象的认识。在“必然性抽象”中，提出“社

会系统及其层次的分析”方法，指出世界事物构成许多大小不同的系统，大的系统之发展规

律制约较小系统的发展规律，甚至可以打断其发展进程，较强系统也可以干预或打断较弱

系统的发展进程。这就为学术界当时正在争论的历史发展规律问题，提供了符合马克思主

义原理的辩证思路。②

在刘泽华看来，价值性认识是一个更为深入，也更为重要的认识层次。他将历史价值看作是一

个关系范畴，认为历史价值就是“某一历史现象的客观属性，作用于一定的对象，在一定的历史环境

下所产生的意义关系”。③ 刘泽华指出，历史价值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历史现象本身的客观属性，它是历史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二是这种客观属性所以

作用的社会主体，它是历史价值的获得者或实现者。主体与客体总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

存在的，因此，历史现象的客观属性及其作用对象之间的有机联系与环境条件，便成为构成

历史价值的第三要素。历史价值是这三种要素的综合统一体。无论是客体属性，主体条

件，还是主客体关系环境发生变化，历史价值都会随之而发生变化。④

在此基础上，刘泽华又总结提出了历史价值的三种形态，即原生价值形态、延伸价值形态和抽象

价值形态。他认为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都是历史价值认识的对象。其中，原生价值形态是指

历史现象在其发生的历史环境中的意义关系，延伸价值形态是指历史现象在后世历史发展长河中改

变了存在环境与条件下的意义关系，抽象价值形态是指历史现象经过认识主体的升华在前者的基础

上形成的抽象意义关系。⑤

关于是非性认识，刘泽华强调，真实是历史认识中判断“是非”的基础，历史规律是判断历史认识

“是非”的标志。历史本身虽然不会变化，但会与一些新的因素重新组合，而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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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不断流动和变化，所以，是非性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同时，刘先生指出，虽然是非性认识基本

上是个体性的，但“由于个性包含着某些共性，或多或少被另外一些人采纳，由此也会形成学派之类

的共同认识”。① 因此，刘泽华主张在“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中判断“是非”，在矛盾的陈述中判断

“是非”，并通过历史实践的社会效果检验“是非”。②

至于贯通性认识，刘泽华提出，把传统文化当作一种资源，而贯通性认识就是开发和利用这些资

源。关于如何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他主张采用“六经注我”的方式，也就是以“我”为主体。③

具体而言，包括提取有普世意义的因素和内容、“借题”发挥、借用前人的概念、从分析古人提出的实

质性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寻求智慧和借鉴、从古人在自我与超越之间的诸种思考为现实中遇到

的问题提供镜鉴、摄取某些具有科学意义的方法论等。④

以上五种历史认识的形式，刘泽华认为它们“既有交叉，又是一种递进的关系”，⑤层层相因，环

环相扣。至此，刘泽华初步建构了历史认识五种形式的理论体系。

三、对历史认识主体意识的强调

刘泽华关于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历史认识主体的主动性和主体意识。这

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学术背景有关。在此之前的历史学界，人们更关注历史的客体，而忽视了认识

主体的意识和能力; 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兴起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则更加关注历史认识主体的主

体性、能动性等相关问题，“张扬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成为该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中心话题”。⑥

刘泽华是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在他与张国刚合写的《历史认识论纲》一文中，他们率先探

讨了主体认知结构，将史家的认知结构分为认知环境、历史观、史家的知识构成和思维能力、史家的

情感与性格四个方面。⑦

当然，刘泽华也认识到，在历史认识的过程中，“客体的内容及存在方式决定了主体的认识内

容”。不过，刘泽华认为，认识主体总会带着一定的认识“框架”或“图式”，能动地反映客观事物，而

不是像照相机那样机械地照搬过来。⑧ 因此，他十分重视历史认识主体的作用，希望增强历史研究的

主体意识，甚至认为这是当时史学理论研究最紧迫的任务。⑨

刘泽华注意到，历史认识不同于现实认识。史学工作者“不能身临其境的进行调查研究，更不能

通过实验进行观察，它只是一种通过媒介物的间接认识”; 而作为媒介物的史料，本身“已经掺进了撰

述者的主体意识”。因此，他强调，“没有史家的主体意识，再现历史是无从谈起的”。瑏瑠

关于史家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刘泽华认为，只有经过历史学家主体意识的选择、加工与架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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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零散、片面、反映现象的史料再现为整体有机的历史过程，展现出现象背后的本质、必然等关系;

也只有经过史家的主体意识，才能真正做到“察古而知今”，启迪现实人的思想。①

归根结底，历史认识和史学研究不仅不能摆脱而且应该体现主体意识，使历史认识主体也就是

“我”能够自觉与挺立，而不是进行“无我”的研究。对此，刘泽华指出，“我”是活的能动的主体，“如

缺乏‘我’的特别的视角，那些资料就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睡觉’”。因此他强调，在历史研究中，应

更多思考如何把“我”置于一个合适的地位，发挥“我”的认识能力，使“我”的认识尽量符合认识对

象，而不是盲目地提倡“无我”的研究。②

历史认识主体，也就是“我”能否充分自觉与挺立，关系到历史认识的发展与深化。刘泽华曾撰

文考察战国百家争鸣，认为战国时期之所以能够出现诸子百家自由争鸣，是因为这一时期认识主体

( 在当时主要是士人) 人格独立，一切都可以成为认识对象，在认识对象面前认识主体平等，“权”与

“理”相对二元化，没有必须遵从的权威。③ 反之，认识主体如果没有充分自觉和独立，就会出现防御

性思维，④“把圣人、权威置于自己的主体性之上，创造性的思维，特别是史学理论就会萎缩……整个

史学也必然会限入颓势”。⑤

因为认识到主体意识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刘泽华不断主张，要解除那些束缚思想自由与主体意

识发挥的各种因素。为此，他曾专门撰写《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与《史家面前无定论》两文。
在《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中，刘先生认为争鸣与争论不宜有前提，因为百家争鸣是为了发展

科学，而科学只对对象负责; 从认识论上讲，在认识对象面前，一切学派都应该是平等的，诸种理论与

方法之间不应人为规定谁领导谁，而应是一种认识竞争关系。此外，他还认为，学术与政治应该是自

由认识与自由选择的关系，二者不能截然分开，政治不能成为超对象的不可知的东西，而应包括在学

术探索的对象之内。⑥ 之后，刘泽华还曾在《再说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一文中，提出要

“拒绝禁区，打破沉闷区”“走出‘原理’和‘唯上’思维的限制”“改变事情发生在中国、研究者主要在

域外的现象”。⑦

在《史家面前无定论》中，刘泽华认为，在一些所谓的历史定论或结论面前，史学工作者很容易失

去主体意识，以结论与定论为标准搜集材料，甚至有意无意地阉割、歪曲历史事实为其论证，从而导

致历史失真，带来一系列荒谬。⑧ 因此，刘泽华强调在历史学家面前，“没有任何必须接受的和必须

遵循的并作为当然出发点的结论与定论”。⑨ 在他看来，包括所谓的结论与定论在内的一切，都是史

学家的认识对象，瑏瑠他们的关系只能是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的关系，“认识主体在认识客体面前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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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刘泽华:《增强历史研究的主体意识———答李晓白问》，《史学情报》1987 年第 1 期。
刘泽华:《理念、价值与思想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8 年第 3 期。
刘泽华:《思想自由与争鸣———战国百家争鸣的启示》，《开放时代》1989 年第 4 期。
刘泽华所说的“防御性思维”，主要表现在“一是‘唯上’，换一个说法，就是以掌权人的说词为‘圣条’; 二是表现为言必引‘经

典’，论述历史必须先找所谓的‘理论依据’; 三是，体现在史学工作者身上就是: 怕犯错误，怕扣帽子，怕打棍子，怕被剥夺饭碗”。
参见刘泽华《防御性思维与史学理论萎缩的后果》，《史学月刊》2016 年第 6 期。
刘泽华:《防御性思维与史学理论萎缩的后果》，《史学月刊》2016 年第 6 期。
刘泽华:《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书林》1986 年第 8 期。
刘泽华:《再说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史学月刊》2013 年第 5 期。
刘泽华:《史家面前无定论》，《书林》1989 年第 2 期。
刘泽华:《史家面前无定论》，《书林》1989 年第 2 期。
之后，在《再说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一文中，刘泽华更明确指出，“定论”不能规范历史，而只能是一种历史认识，之

后也会变成历史再认识的对象。参见刘泽华《再说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史学月刊》2013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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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上帝’，他除对认识对象负责外，不应接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而且，“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

自由认识是唯一有可能接近真切反映的保证”。① 此外，他认为，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会赋予某些定

论、结论、决议以新的意义，而价值标准的变化也会引起不同的评价，这些都会导致对它们的重新认

识与重新评价。因此，刘泽华认为，虽然政治家们要求包括史学家在内的人们遵从决议、定论、结论，

合乎政治家的秉性与政治的功能，但是，“作为史家的独立研究与自主认识，他完全有权拒绝政治家

的这种要求”。②

主张认识主体的自由认识与评价，虽然会造成认识的多样化和不统一，但是，众说纷纭是把认识

推向深入的必经之路，它的总和更接近真理。因为在刘泽华看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才是认识的

常态与规律，是认识的自然表现; 而舆论一律、认识一致，则是变态，是权力支配与强制的结果。如果

还抱有求“一是”的思想和心态，“说明自己还不是认识的主体或主体意识还很淡薄，还没有从中世

纪中走出来，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贾桂气’”。③

实际上，刘泽华不仅在理论上强调主体意识的挺立，在学术实践中也始终践行此理念，充分发挥

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以“我”为主，进行学术研究。例如，对于国学的认识。与时下主张弘扬国学、
把国学当作文化本体的人不同，刘泽华主张分析国学、反思国学，把国学当作一种资源，也就是强调

在面对国学时“我”不能丧失，也无须在传统中找自己。
此外，刘泽华认为，随着历史的变化、进步，人们的历史认识也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调整，甚至进行

局部或全部的翻案。④ 而“历史研究者在自己的历史过程中，常常会不断进行理念的自我调整，或扬

弃原来的理念，于是可能带来对历史的再认识、再解释”。⑤ 特别是当原有的认识“范型”已经凝固、
过时而不再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时，更需要新的再认识，否则就会出现史学的危机。⑥

在“我”确立后，刘泽华也确实突破了很多过往的认识，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再认识、再解释和再研

究。他对“剥削”问题的再认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刘泽华结合自己的思考，认为“剥削是历史

现象，历史至今甚至在可猜测的未来是消灭不了的”，“消灭剥削是道德理想问题，而不是历史进程中

要解决的历史课题，至少不是历史进程中的当下课题”，而“减轻和改良剥削是历史中的问题”。⑦

四、对历史认识与现实关系的探讨

刘泽华关于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现实的关切和重视。实际上，这一点也

是其治学的重要特点。与不少学者强调“为学术而学术”不同，刘泽华认为，“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

“或许有，不过在我的想象中，这只是神仙的事”。⑧ 因此，刘泽华的研究“以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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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刘泽华:《史家面前无定论》，《书林》1989 年第 2 期。
刘泽华:《史家面前无定论》，《书林》1989 年第 2 期。
刘泽华:《史家面前无定论》，《书林》1989 年第 2 期。
刘泽华:《关于历史是非认识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16 年第 1 期。
刘泽华:《八十自述: 走在思考的路上》，第 366 页。
刘泽华:《史学危机与历史的再认识》，《书林》1986 年第 2 期。
刘泽华:《“剥削”问题与历史的再认识( 提纲)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中国古代社会高层

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71—74 页。
刘泽华:《洗耳斋文稿》，“自序”，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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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关怀为基本价值取向”，①充满了强烈的现实观照意识。
邵鸿曾将刘泽华的治学特点概括为“关注现实的历史学研究指向”:

作为学者，刘先生身上一个突出特质是他对现实的关切，他总是力图通过自己的学术

研究，为改变现实，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有所助益。改革开放的初期，他写的《论秦始皇》、
《论刘邦》等论文，就已经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特点，以后则愈加鲜明。“文革”以后，因为批

判“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以论代史”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史学界重新重视基础研究，史

料考证和纯学术，刘先生则是从一开始就强调和坚持要以科学的学术研究服务现实。这样

一种不与人同的理念，体现的是先生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深切的责任感。这种意识和

情感的可贵可敬自不待言，刘先生这一辈子，尽管他晚年也有过反省和自责，但我以为他是

可以无愧于心，也无愧于国家的。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最服膺和敬重先生之处就在于

此。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意识和追求，刘先生才能够形成他的“王权主义”理论。忽略这一

特质而欲评说先生的成就、发扬先生的学术、效法先生的品格，恐怕都不免是得筌忘鱼、得
象忘意，遗大而取小了。②

确实如此，刘泽华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明确地指向现实。前面我们提到，分析国情，

反思“文革”，正是其历史认识论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重要背景。
在刘泽华看来，历史学发展的真正动力在现实，历史认识与史学研究有着十分现实的目的，即认

识现实，了解社会，预测未来。③ 因此，他不断强调历史与现实的紧密关系:

以我之见，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与发展，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的追溯，历史的脐带

牵连着古今。因此历史与现实的互相观照，无疑是研讨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切入点。反

过来，叙述和研究历史，则是为现实提供一种国情备忘录。④

不仅如此，历史认识也需要接受现实和史学实践的检验。这是因为，在刘泽华看来，历史认识的

发展直接依赖于史学实践和社会实践。⑤ 一方面，每个时代历史认识的发展，都是由那个时代众多史

家的史学实践共同完成; 另一方面，“社会实践是史家开展历史认识的环境条件，它不断地给历史认

识提出新课题、新要求、新角度、新方法，时代的需要推动了史家历史认识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时代的

条件限制了认识所能达到的水平”。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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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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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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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李宪堂:《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天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2 期。
邵鸿: 《青 史 无 愧，丹 心 可 追———略 论 刘 泽 华 先 生 治 学 特 点》。https: / /history. nankai. edu. cn /2018 /0518 /c16078a201956 /
page. htm［2018 － 05 － 18］
刘泽华:《增强历史研究的主体意识———答李晓白问》，《史学情报》1987 年第 1 期。
刘泽华:《八十自述: 走在思考的路上》，第 2 页。
关于历史认识的发展，刘泽华认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历史的再认识，过去的认识片面了、肤浅了、甚至错误了，后

来重新认识，变得比较全面了、深刻了、正确了。一是指历史认识的规模的发展和视野的开拓。这两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史学

实践和社会实践，它们分别从内部和外部推动了历史认识的发展。”参见刘泽华、张国刚《历史认识论纲》，《文史哲》1986 年第

5 期。
刘泽华、张国刚:《历史认识论纲》，《文史哲》198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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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认识，刘泽华一再撰文强调历史学要关注现实。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出现一场关于

“史学危机”问题的讨论，很多学者都参与其中，刘泽华也是重要参与者。针对“史学危机”产生的原

因，他除了强调已有的“范型”已经过时外，①还指出史学之所以走入困境、陷入危机，是因为当时史

学的发展没有和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而主要是填补了“文革”所造成的空白，因此被时代抛到了后面。
他指出，历史学要摆脱危机，走向复兴，唯一的途径就是“开展与人类和民族命运相关课题的研究”。②

在刘泽华看来，满足社会需要是史学发展的基础和龙头: “历史学如果远离现实生活，那么只能

使其科学化程度下降。反之，史学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能使历史科学的发展获得空前的推动力。”因

此，他强调，史学工作者绝不能在精神上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而应具有对于人类和民族命运的强烈

关切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以此作为研究工作的第一动力，积极参与现实生活，使自己的研究成果

发挥影响决策和公众的作用。③

前些年，刘泽华更是不遗余力地呼吁历史认识与史学研究要关注现实。他先后撰写《再说历史

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史学重在探寻规律探讨命运》等文，除了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开展当代

史及与当代社会重大问题相关的历史研究，更进一步呼吁“当今时代，我们面临很多有关民族和人类

命运的问题，史学应该走到前台来”。④

由此，刘泽华不断呼吁史学研究的课题要随时代而更新，要增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一是要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提出一系列干预社会生活的历史研究课题; 二是根据

历史的研究对当前的社会发展做出预测和战略性的设想; 三是从历史发展进程中研讨现实

生活中人们意识的转化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促进现代意识的发展; 四是把传播历史知识和

开发智能有机的结合起来。⑤

实际上，在具体的历史认识与史学研究中，刘泽华也一直是如此做的。例如他编著的《专制权力

与中国社会》，虽然探讨的是历史，却有鲜明的现实观照意识，所以他称此书为“国情备忘录”，并说

“欲了解中国国情者，应该翻阅一下本书”! ⑥ 而他对“文革”的反思、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历

史认识论的探索，也无不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

结 语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对“文革”的反思和历史学的发展，史学理论学科逐渐独立出来，并得到较

大发展。这一时期，史学界开始明确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强调要注重史学理论的研究，推动历

史学科的成熟发展。其中，历史认识论是这一时期史学理论关注的重点，并在当时出现了研究的热

潮，而刘泽华则是这一时期国内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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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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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刘泽华:《史学危机与历史的再认识》，《书林》1986 年第 2 期。
刘泽华:《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求是》1989 年第 2 期。
刘泽华:《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求是》1989 年第 2 期。
刘泽华:《史学重在探寻规律探讨命运》，《人民日报》2015 年 8 月 27 日。
刘泽华:《增强历史研究的主体意识———答李晓白问》，《史学情报》1987 年第 1 期。
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再版序”，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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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思“文革”的过程中，刘泽华不断思考历史认识问题，还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了“历史认

识论”的课程，与合作者相继撰写了一系列历史认识论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刘泽华指出，历史认

识论主要研究历史认识活动的形式、特点、规律等问题，并着重分析了历史认识的形式，将历史认识

划分为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价值性认识、贯通性认识、是非性认识等五种形式，初步建构了历史

认识论的基本体系。其中，他对考实性认识方法的概括，对抽象性认识的分类及对历史价值的构成

要素和三种价值形态的总结，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历史认识形式的重要参考，而他关于贯通性认识和

是非性认识的文章，还属于较为粗略的勾勒，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刘泽华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与论证也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色。一方面，刘泽华十分注重历史认

识的主体意识，认为历史研究不仅不能摆脱而且应该体现主体意识，强调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自由

是深化和发展历史认识的重要前提，这就凸显了历史认识中主体的作用，也顺应了当时历史认识论

研究重视主体意识的潮流。实际上，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研究，即使到现在，仍然有待拓展和深化。
李振宏曾指出，史学家的主体性解放和独立主体意识的确立仍然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基本问题，并呼

吁建立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历史认识论体系。① 而包括刘泽华在内的前辈学者关于历史认识主体意

识的探讨，无疑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当然，我们应认识到，如果过度强调和推崇历

史认识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也会影响历史认识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作用，削弱客观史实的地位。
因此，在历史认识论研究中，突出历史认识主体意识，还应以对史实的尊重为前提。

另一方面，刘泽华认为历史研究不能“为学术而学术”，强调历史认识要关注现实社会，特别是要

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问题，因此其历史认识具有鲜明的历史批判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需要注

意的是，刘泽华的史学研究虽然带有强烈的现实观照意识，但同时他也强调对现实的关怀要以历史

事实为基础，不能脱离史料和时代随意解释。也就是说，对于历史认识与现实的关系，还是要以史学

求真为前提。历史研究首先要以认识历史为目的，它对现实的作用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 认识现实

主要是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而历史研究主要是起辅助和参考作用，为认识现实提供历

史鉴戒。
总之，刘泽华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初步建构了历史认识论的基本体系，形成了注重主体意识、关

注现实社会的鲜明特色，推动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发展与深化。时至今

日，刘泽华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对我们推进相关认识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研究和深思。

( 作者王丁，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 邮编: 330031)

( 责任编辑: 廉 敏)

( 责任校对: 张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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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ve history records from ancient Vietnam，divides the writ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Vietnam into three phases，which includes the Tran dynasty when historians began to compile the
history，the Le dynasty when historians enriched and expanded the writing on ancient history，and finally
the Restored Le dynasty，Tay Son dynasty and Nguyen dynasty when historians corrected and finalized
ancient history. In general，the ancient history of Vietnam，written by ancient Vietnamese historians，has
more or less a certain mythical and legendary flavor，and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yet preserving the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of ancient Vietnamese dynasties. This
historiographical legacy not only provid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discourse of Vietnamese history，but also
became an important historiographical foundation upon which Vietnam built its nation and country in
modern time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Han culture，the ancient history of Vietnam written and constructed
by ancient Vietnamese historians also contains many distinctive features from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outcome and cultural memory of long-term historic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A Review of Christopher Goscha's Research Methods in Vietnamese History / / Wang Ziqi

Christopher Goscha is a well-known contemporary Vietnamese historian in the West. In his study of
Vietnamese history，he proposed a three D's approach，to“de-mobilize”，“de-exceptionalize”，and“de-
simplify”issues in Vietnamese history. Moving away from politics，he examines Vietnamese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modernization”.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he points out that Vietnam's history is no
exception in world history. The history of Vietnam's national development is similar to that of many other
countries. The North-South Division of Vietnam is rooted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rather than a special
experience created by the Cold War. In his study of Vietnamese history，he is good at using multilingual
and multiform materials for comprehensive analysis，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diversity and contingency.
Vietnam，he argues，has not been a S-shaped land since ancient times. In his view，Vietnam's
modernization was much earlier than the French invasion and domination. He points out that Vietnam's
history is far more complex and diverse than the description in the simplistic narrative framework in the
past. The questions，methods，and perspectives of Goscha's research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to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Vietnamese history．

Liu Zehua and His Studies on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 / Wang Ding

In the 1980s，the study of historical theory was prominent，and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became one of
its focuses. Liu Zehua is one of the pioneers i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in China. In rethinking
the“Cultural Revolution，”he kept reflecting upon the question of historical cognition，dividing it into five
categories: factual cognition，abstract cognition，value cognition，connectivity cognition，and right-or-
wrong cognition. In doing so，he established a basic system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Liu Zehua's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ha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He pays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historical cognition，stressing that historical cogni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realistic questions in society.
He combines a sharp historical critical consciousness with a strong practical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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